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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大都是严正的道德家，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娱乐很有些瞧不起，甚至认为不正当。 

他们在哲学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道”与“理”，乃是一种超越感官的道德本体。这种本 

体世界的实现，是通过对感官欲望的否定而达到的，即“存天理，灭人欲”之谓。因此他们对 

于人的欲望以及与欲望密切相联的情很敏感，对于以情感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常 

常抱着一种戒备心理，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价值，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准宗教禁欲主义的认 

识路线。 

当然，理学家们也不完全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利用，一般地也不放弃审美娱乐活动。但它们必 

须从属于道，与道结合为一体，服务于道，受道的支配。因此诗文游艺要彻底脱离官能欲望， 

防止玩物丧志。陆象山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道与艺的关系，必须是道为主，艺为从， 

不能反过来：“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 

道与文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学者须学文”，但学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明 

道进德。“文”对于学者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提起学道的兴趣，更好地发挥传道的作用。 

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 

》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令人未易晓，别 

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上）王阳明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 

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 

；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 

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语录·传习录中》）利用美感形式可以提高学 

习兴趣，加深道德修养，这是理学家们所承认的事实。不少理学家也作诗，以吟咏情性或描写 

读书学道的体会，如邵雍、程颢、朱熹、王守仁等人都有名篇传世。程颢的一首诗也是很有味 

道的：“谁怜大第多奇景，自爱贫家有古风。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野轩 

》）特别是王守仁，更是作诗为文的能手。他在从政、讲学、率军作战之余，诗文从不离手。 

他一生写了近六百首诗，还有数十篇赋、辞、文（不包括公文和疏奏之类的应用文）。他的诗 

文与程朱一派的理学家不同，主要不是表达闻道之乐，而是抒情、写景、叙事，样样皆有。这 

里举其两首，以见一般：“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 

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寻春》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白凫飞去青林晚 

，翠壁明边返照晴。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西湖醉中漫书二首》之一）我 

想，文武全才的王守仁，如果不是哲学家的名声太大，文学史上他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程朱一派理学家认为，诗文游艺都是业余的玩好，是可有可无的“闲事”，因此对于专门从 

事文学艺术创作，理学家都不以为然，甚至断然否定。特别是程颐，更多地是从消极方面看待 

艺术－审美活动。有人问他作文害道吗，他断言回答，“害也”。他援引“玩物丧志”的古训 

，说“为文亦玩物”。有人问他是否作诗，他说，他素不作此“闲言语”；“且如今能言诗者 

，无如杜甫。如云‘穿花夹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以上 

均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颐反对为文作诗，是指唐代以来的近体诗文，并不包括唐之 

前的古诗古文。特别是《诗》、《书》、《礼》、《乐》、《春秋》、《易》，不仅不反对， 

而且奉为经典。因为古之《六经》都是和道德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都是为道德政治服务的， 

而唐代以来的诗文逐渐脱离道德政治，成为纯粹审美的娱乐品。总之，在理学家那里，文学艺 

术及其审美活动并无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理学家们都充分肯定古代的“乐教”、“诗教”。“乐教”、“诗教”是借助于美感形式进 

行道德政治教育，或借助于美感形式进行宗教祭祀、誓师出征、庆典凯旋等仪式活动。这些活 

动当然包含着艺术－审美因素，但都附丽于道德、政治、祭祀上面。因此，当乐与诗从这种社 



会政治活动中分化出来而成为纯粹的审美娱乐活动时，在艺术－审美观上崇古的理学家们就不 

情愿承认它。可见，理学家的审美教育观点是比较保守的，有些落后于艺术－审美发展的历史 

潮流。就是艺术－审美思想比较宽容的王守仁也是如此。中国戏剧发展到明代已经很成熟了， 

但王守仁只承认它的形式，认为当今的“戏子”，其内容都是“淫”（他称之为“淫词”、“ 

淫声”）的，只有换上忠孝仁义的内容，才可以为我们所用。 

由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表现情欲的诗文艺术与审美娱乐活动有些轻视， 

由于个别人如程颐反对纯粹的诗文书画创作，便有人常常不加分析地说理学家反对或否定艺术 

－审美活动，并与墨家的“非乐”相提并论。例如梁启超说：“宋代程朱之学，正衣冠，尊瞻 

视，以坚苦刻厉绝欲节性为教，名虽为儒，而实兼采墨道（吾尝谓宋儒之说理杂儒佛，其制行 

杂儒墨），故墨学非乐之精于不知不觉间相缘而起。然宋学在当时，政府指为伪学而禁之，其 

势力之在社会者不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明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奖励，士夫以是为风尚 

，其浸润人心已久。”（《渊实君译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说“宋儒之说理杂儒佛 

”是对的，但说宋儒兼采“墨学非乐之精”，似应商榷。梁氏之所以如此认为，主要理由是理 

学家反对艺术，实际上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墨家的确彻底否定艺术－审美活动，认为艺术 

－审美活动妨碍听政从事和男耕女织，还要劳民伤财，因而主张采取禁绝政策。墨家看不到从 

物质实用活动转化为精神审美活动的巨大意义，把艺术－审美活动和物质功利活动完全对立起 

来，看不到艺术－审美的道德意义和精神价值，眼光是很狭隘的。而宋明理学家只否定艺术－ 

审美与情欲相关的那一层面，并不否定艺术－审美的精神价值和道德意义，眼光要比墨家高超 

得多。因此，在艺术－审美问题上，墨家与理学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以下的事实可以进一步 

说明之。 

理学家念念不忘的理想境界是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居仁之乐，闻道 

之乐，实际就是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因为这种乐不是由于官能欲望的满足或 

某种功利目的的实现而产生的愉悦，而是乐的本身，无关心无目的，无任何利害纠葛，是纯粹 

的精神之乐，绝对的自由之乐。这种乐的获得，不一定要通过艺术形式，在平时日用中也可以 

得到，就看你是否有超越利害计较、超越官能苦乐的心境，用现代美学语言说，就是看你是否 

抱着“审美态度”。《论语·先进》篇“吾与点也”那段记载足以说明。子路、冉有、公西华 

所抱的治国理民和从事文化事业的志向，孔子都不欣赏，惟与曾点的志向相合：“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明其理想就是能将日常 

生活艺术化、审美化，即使是严肃的学道，也是以进入“乐”的境界即审美境界为最高境界。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述而》）孔子赞美颜回“贤 

哉”的重要理由是：他箪食瓢饮居陋巷，却不改其乐。乐什么？不是乐贫寒，而是乐道，是乐 

居仁，居仁乐道早已把贫寒忘得一干二净！ 

孔颜乐处是理学家追慕的理想境地。通达这种境地，理学家们通常采取诗的形式，尽管他们 

对唐宋以来的近体诗不屑一顾，对格律形式和雕章琢句的做法有些不满，但大多数人不拒绝运 

用。他们在读书研究学问而有所收获时，便情不自禁地吟咏起来。例如程颢的《春日偶成》诗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很显然，他不 

是乐眼前的风景，不是乐风花柳色，而是乐道，所以“时人不识”，不了解他之所以乐的真谛 

，还可能误认他与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游手好闲呢！朱熹以诗表达他得道之乐更是驾轻就熟，名 

篇佳句也多，表现出很高的审美修养。他的《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首形象鲜明、富于哲理的好诗，也是千 

古传诵的名篇。说明世间的一切事物，要保持清新活泼，有生机，必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他的另一首诗《春日》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是很成功的，情景交融，诗意盎然，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完全没 

有理学家作诗常出现的毛病：哲理内容与感性形式不够有机统一。从字面看，是游春踏青，赏 

景观花，对明媚春天的赞美。但理学家一般是不愿道出这种“闲言语”的。我觉得本诗仍然在 

表现一种哲理意义，而诗的第一句是这种哲理意义的主眼。“胜日寻芳泗水滨”,泗水在鲁地 

，是孔子出生讲学之地，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赞美孔子精神如春日融融，万紫千红， 

光芒四射，这才是朱熹所要表达的深义。从以上所述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理学家的理趣与艺 

术情趣到底是何种关系？它们的异同在哪里？ 

首先，理而成趣便是情，便是一种愉悦之情，从而同艺术情趣便有了相通之点：都是主体所 



出现的一种“乐”的状态。这种乐的状态都要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闻理或闻道 

，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抽象的逻辑形式（论）与内容（理）直接同一，这 

就是理论。闻理或闻道，也可以通过感性形式和情感态度表现出来，这时情感是感性形式直接 

表现的内容，而理则成为情感的原因或根据，潜存于感性形式的深层，也就是客观的理转化为 

主观的情，一种愉悦的情感态度，这就是“理趣”。“理趣”这一概念并不是我杜撰的，而是 

古已有之。孟子早就说过，“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这正 

是对理义的一种乐的情趣，这种情趣不是来自感官欲望，而是来自心理需求，因而是高尚的。 

宋人郭若虚说：“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即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 

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之心。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 

，不达画之理趣也。”（《图画见闻志·叙论》）这里的“理趣”显然是指超越感官之上的一 

种高尚的情趣，这正是理学家所追求的自由之乐的精神境界。通向这种境界可以借用艺术形式 

，如前面所引理学家常用诗的形式抒发得道之乐；也可以在寻常日用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这种自 

由之乐，如前面所说的“箪食瓢饮”和“浴乎沂……咏而归”，关键是主体具有一种超越的人 

生态度。理论是理性知识，而理趣则属于情感态度，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形式是感 

性存在，艺术情趣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可供直观体验，勿需多说。而“箪食瓢饮”或“浴 

乎沂……咏而归”，也是一种乐的状态，一种感性具体。所以，理趣也好，艺术情趣也好，都 

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判断、推论表示，而是用感性具体呈现。逻辑推导所得出的抽象结论、公 

式、定理之类，是见不到情趣的。但逻辑推导和科学实验的具体过程也可以产生情趣，如数学 

家和物理学家在进行数学运算和物理实验时产生的愉悦情趣，就是如此。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科学美”，我倒觉得称之为“理趣”比较恰当。因为“科学美”显然是指一种客观对象，而 

“科学”这种由公式、定理、结论等构成的抽象的理性内容，是无法直接与美的形式（感性形 

式）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只有把公式、定理、结论转化为主观情趣时才有可能。“理趣” 即 

是由理而引起的主观情趣，是指主体在求真求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愉悦心态和兴奋之情。这种 

理趣是主观的、审美的，是情感活动过程，只有通过感性具体的艺术形式或生命形式表现出来 

，才能成为供人直观、体验的客观对象。 

其次，理趣产生的根源是理性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是那个绝对自由的本体世界——道，因而 

具有超越性质。它超越官能欲望之上，超越现实功利目的，因而与艺术情趣具有共同性质。程 

颢的一首叫《偶成》的诗写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 

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此诗 

正是表现作者的理趣，说明道的绝对无限性质，歌颂得道之人的自由快乐，认为乐道才是豪杰 

之士所追求的境界。此诗算不上上乘好诗，但用以说明理趣具有超越性质并且要通过感性形式 

显现出来，已足矣。“万物静观”，就是对万物不抱占有欲望而抱一种欣赏态度，如此便可做 

到自得之乐。也就是说，人只有超越感官欲望之上，突破万物的形质之局限，才能有闻道之乐 

，因为“道通天地有形外”，属于形而上领域。但要表现得道之乐又需要通过感性形式，也就 

是“思入风云变态中”，通过“风云变态”来体悟和直观道。由此可知，理趣是通过感性而又 

超越感性，其本体追求在形上的精神领域。人的情趣的性质是可以分析的，一般可区分为三种 

性质：由生理欲望而引起的情趣，与饮食男女相关，是个体性的，被认为是低级的；由社会功 

利目的引发的情趣，与政治道德相关，是社会性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情趣，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的情趣；由超越官能欲望和功利目的的本体世界引发的兴趣，与精神、理想相关，被认为是高 

尚的情趣。理趣则属于第三种，是高尚的情趣，具有超越性，与艺术情趣有同质性。现实中的 

三种情趣的区分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有必要通过文化教育尤其是艺术 

教育、审美教育，使人们逐渐脱离低级情趣而具有高尚情趣。这三种情趣都可以在艺术－审美 

活动中表现出来。但现实的三种情趣进入艺术－审美领域之后，必然发生性质的变化，即具有 

了超越性和美感性。因为艺术形式已把情趣与现实间隔化了，使之与现实的功利目的拉开了距 

离。同时作为主观的、过程的理趣通过艺术形式（创造）而具有了美感的性能，并成为客观化 

的对象，可以供人们普遍地欣赏、享受。卡西尔说：“如果艺术是享受的话，它不是对事物的 

享受，而是对形式的享受。喜爱形式是完全不同于喜爱事物或感性印象的。形式不可能只是被 

印到我们的心灵上，我们必须创造它们才能感受它们的美。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美学快乐主义 

体系的一个共同缺陷正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审美快感的心理学理论却完全没能说明审美 

创造的基本事实。在审美生活中我们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卡西尔，第203页）所谓“ 



根本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在“审美生活”中人们已经不受现实的客观规律和利害关系的 

局限，获得了精神自由。审美生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可以充分 

发挥人们的想象创造，充分驰骋人们的理想追求。从消极方面说，审美享受是纯粹的精神享受 

，不同于物质享受，即卡西尔所说的“是对形式的享受”，而“不是对事物的享受”。卡西尔 

特别强调，艺术－审美活动不是机械地反映现实生活，不是把现实事物刻印到人的心灵上，而 

是形式（精神）创造，即运用形式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一种新生活、一个新世界。在日常生活 

中，在艺术－审美活动中，人们常常反对追求低级趣味，而要求有高尚的审美情趣，目的是提 

高人的素质、道德、人格，具有高尚的精神和思想。因此通过艺术－审美活动而逐渐超越官能 

欲望、功利目的而进入形上的自由愉悦境界，乃是艺术欣赏和审美活动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美善相乐”，道家的“美道合一”，正是这样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坚持儒家的艺术－审美观点，更加突出了艺术的教化功能，深入地发挥 

了儒家的心性之学，为艺术－审美构建了系统的本体论哲学。在以往的流行观点中，宋明理学 

似乎与艺术－审美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认为理学家是艺术－审美的否定论者，因而妨害艺术－ 

审美的发展。而实际上理学家们（包括程颐在内）并没有完全否定艺术－审美，只是否定艺术 

－审美与个体官能欲望密切相关的层面，而对艺术－审美所具有的道德意义、精神价值和形上 

追求层面，不仅没有否定，反而更加突出了。首先，理学家的理趣是超越的，与艺术－审美情 

趣具有一致性，都是人生追求的自由境界，也是乐的境界。理趣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就是 

“美善相乐”的高尚境界。理学家的理趣对于艺术－审美具有提升的意义，也拓展了艺术－审 

美的新境界。其次，宋明理学发展了儒家（孟子）的心性之学，构建了精深的理论体系。儒家 

的心性之学是以人（人心、人性、人格）为中心而展开的，与以吟咏情性、涵养性灵为根本旨 

归的艺术－审美具有天然的联系。伦理本体论（程朱）和心理本体论（陆王）的建立，为艺术 

－审美的根本出发点和理想追求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陆王心学一 

派，对艺术－审美的影响深入、广泛而明显，更具有批判、更新的意义，为中国艺术－审美从 

古代向近代转变提供了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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